中院駁回蘇嘉豪針對立法會全會中止其議員職務等一系列行為提起的司法上訴和中止效力申請

議員蘇嘉豪針對立法會全會於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中止其議員職務的第21/2017號議決、立法會執行委員會於2017年11月22日作出的以存在利益衝突為由不准其自辯及參與投票的第35/2017號議決、立法會主席於2017年11月30日在未取得章程及任期委員會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的召集全會的決定、立法會主席於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不允許其行使自辯權的口頭決定以及立法會主席於2017年12月4日作出的立法會全會不能限制中止議員職務的期間的口頭決定向中級法院提起撤銷性司法上訴，並同時提起中止該等行為效力的申請。

中級法院對兩案件作出審理。

有關司法上訴，主理案件法官指出，首先，中級法院不具備審理立法會全會所作行為的法定權限，因為《司法組織綱要法》的第36條並沒有授予中級法院此項權限。對於立法機關，中級法院僅具有審理立法會主席的決定【第36條(八)項(1)分項】和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第36條(八)項第(3)分項】的權限。

實際上，不單單是中級法院無權審查立法會全會的議決，任何法院(包括終審法院在內)都不具備此項權限。在澳門的法律制度中，法律並沒有規定由法院去審查立法會全會之議決的可能性。究其原因，是因為立法者根本不認為立法會全會可以在任何情況下作出行政行為又或者涉及行政事宜的行為。

其次，被上訴的全會議決並不是一項行政行為，因為它不是由任何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能時或者在實際意義上的公共行政活動範疇內作出的，而是由一個以立法為首要職能的機關在政治性的背景之下作出的。另外，該行為本身也不具有侵害性。申請人並沒有失去議員的身份，他的薪酬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該行為的宗旨，於公而言是為了維護立法會這一權力機構的形象，於私而言是為了確保申請人能夠在其所涉的刑事案件中自證清白並盡早恢復其議員的權力。申請人首先是市民和行政相對人，其次才是名議員。全會的議決不會對申請人作為一個市民和行政相對人的個人權利義務範疇造成影響。

另外，該議決也不屬於某個機構在行政事宜上所作的行為，因為與立法會執行委員會和主席相反，立法會全會根本不具備在行政事宜上作出決定的權限。

法官強調，立法會是澳門特區政治架構的組成部分。它的職能主要是政治性的，雖然不排除它的行政機關(主席、執行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也具備一些行政職能，但立法會全會的活動是完全不受司法審查的。

議員的司法豁免權是一項政治性特權。當立法會透過全會議決給予某名議員此項保護，決定不中止其議員職務時，是為了保障該機構整體的威望與尊嚴，使其活動不受外界制約。在比較法上，葡萄牙總檢察院曾就一個類似個案—即馬德拉自治區議會不批准檢察院提出的聽取某議員以嫌犯身份作出聲明的議決—發表過意見，認為該議決具有政治行為的性質，不受司法機關的審查。那麼同理，澳門立法會全會所作的批准某議員接受法院審判的議決也同樣具有政治行為的性質。換言之，立法會通過其全會作出了一項純政治性的活動。因此中級法院以及澳門任何其他法院都不能審查立法會全會所作的中止申請人議員職務之議決的合法性，不論是在司法上訴中，還是在中止效力的保全程序中。

至於上訴人所提出的其他行為(立法會主席的決定和執行委員會的議決)，由於全部是在為了決定是否應該中止蘇嘉豪議員職務而進行的程序中作出，屬於被上訴之全會議決的預備行為，因此他們與全會議決一樣，全部具有政治性。基於這個理由，它們也不可被司法審查，既不能被撤銷，也不能被中止效力。

綜合以上理由，主理案件法官通過批示初端駁回了司法上訴的起訴狀。

關於中止有關議決和其他行為效力的請求部分，中級法院合議庭三位法官一致認為：首先，根據《司法組織綱要法》第36條第(十)項的規定，僅當中級法院有權審理針對行為提起的司法上訴時，才有權審理中止該等行為效力的申請；其次，基於上述主理案件法官在初端駁回了司法上訴的起訴狀中的相同理由，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3條第2款第二部分、第230條第1款a項及第413條a項的規定，駁回了針對該等行為提起的中止效力的申請。

[bookmark: _GoBack]參閱中級法院第33/2018號案件的主理案件法官批示和第20/2018號案件的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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